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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制定、质量信号与出口增长 

崔晓敏   高恺琳   余淼杰* 

摘  要：标准是国家基础性制度的重要方面。本文构建了企业参与标准制定与其出口

增长的异质性企业模型，并利用 1998-2013 年中国标准数据、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及贸

易数据，验证了标准制定对参与者出口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标准制定对

参与者出口增长具有 1-3 年的持续且显著的正面影响，其中当期影响较为突出、参与者较

未参与者出口增长平均高出 8.6%。参加标准制定有助于企业释放质量信号，且对不同贸易

伙伴、不同产品间存在影响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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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

度型开放，是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面。其中，标准是经济活动

和社会发展的技术支撑，是国家基础性制度的重要方面。尽管我国标准化事业起步相对较

晚，但随着经济实力增强，我国标准制定能力快速提升。根据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1998-2018 年我国各类标准发布总量以年均 10%左右的增速快速上涨，并经历了从国家和行

业标准主导到国家、行业、地方及其他四类标准均衡发展的转变。①我国标准不仅推动国内

统一大市场建设，部分标准还在对外贸易与投资中加速推进，对提升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

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鲜有文献研究参与标准制定如何影响企业出口、国内标准建设如何

影响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本文通过探讨标准建设对企业出口的理论与实证影响，弥补文献

在上述问题上的研究缺失，为我国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提供政策参考。 

本文将企业的标准制定行为引入以 Melitz（2003）为代表的异质性企业模型，刻画了

参与标准制定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在实践中，国家或行业标准制定参与经历往往是企

业宣传产品质量的重要素材。②因此，在模型中，本文将标准视为重要的质量信号，帮助企

业克服出口市场中的质量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本文采用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披

露的各类标准信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企业交易层面贸易数据等微观数据，检验理

论预测。研究发现：标准制定对参与者出口增长具有 1-3 年的持续且显著的正面影响，且

当期影响最为突出；参加标准制定具有质量信号作用，更高质量的企业将参与标准制定；

标准制定对参与者出口增长的促进作用，在发展中经济体及相似背景贸易伙伴、差异化产

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组别效果更为显著。 

本文的研究主要与出口增长的决定因素、标准制定的经济影响、质量信号的作用这三

支文献相关。其中，关于出口增长的决定因素文献中已有较多讨论，包括技术进步与生产

率提升（Eaton and Kortum，2002；Melitz，2003）、资源积累、金融发展程度（Manova，

2013）、司法质量水平（Nunn，2007）、贸易自由化（Baier and Bergstrand，2001）、运输成

本下降（Donaldson，2018）、垂直专业化（Yi，2003）等因素。 

关于标准制定的经济影响的文献主要研究了标准对质量、创新、成本、市场结构及国

际贸易的影响。在质量与创新方面，Leland（1979）和 Ronnen（1991）发现最低质量标准

有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质量恶化问题；Farrell and Saloner（1985）发现在信息不对称

的情况下，标准的创新升级可能面临惰性；Zhang et al.（2020）发现参与标准制定对上市

企业创新有积极影响。在成本方面，祝继高和梁晓琴（2022）探讨了企业的标准化建设对

其成本弹性的影响。在市场结构方面，Katz and Shapiro（1985）分析了存在消费外部性时

的市场均衡和企业的标准兼容性选择。在国际贸易方面，进口国围绕产品标准形成的非关

税壁垒将抑制他国企业出口（Fontagné et al.，2015；Fernandes et al.，2019），而一国国内行

业层面标准数量与本行业出口呈现正向关系（Swann et al.，1996），同时国家间标准协调也

对贸易具有正面影响（Portugal-Perez et al.，2010；Disdier et al.，2015；Schmidt and 

Steingress，2022）。其中，Schmidt and Steingress（2022）将标准制定作为产品质量水平的

信号，并研究了进口国与出口国之间的标准协调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质量信号方面文献主要关注质量信号的类型与影响。信息不对称在交易中广泛存在，

 
① 因篇幅所限，我国标准体系介绍详见附录 I。 
②  如海南亚洲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快克”牌复方氨酚烷胺胶囊在其京东产品宣传页中明确注明其是“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国家药品标准的起草者。格力、海尔、宁德时代等均在其中文或英文网页上发布企业的相关标准制定行为。此外，专门有英文

网站 https://www.chinesestandard.net 披露中国标准的信息，这些表明企业参与标准制定具有正面宣传效果和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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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信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产品质量是消费者的重要考量指标（Feenstra and Romalis，

2014），在经验产品的销售中，消费者难以在事前观察到产品质量，对于信任产品甚至事后

消费者都难以评估质量。①释放信号是克服信息不对称的重要方式（Spence，1973；

Kirmani and Rao，2000）。质量信号的类型多样，如产品价格（Bagwell and Riordan，1991）、

退货担保（Moorthy and Srinivasan，1995）、获得标准或认证（Jin and Leslie，2003；Terlaak 

and King，2006；Macedoni，2022）、企业线下与线上经营年限（Zhao，2018；Gao and Yu，

2023）等。参与标准制定意味着企业在相关领域的产品性能或技术水平得到了政府、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以及其他企业等利益相关方的认可（崔维军等，2022），缓解了消费者面临的

信息不对称问题，释放了正面的质量信号（Curran，2003）。 

总体而言，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文填补了文献中关于

企业参与标准制定对其出口竞争力影响方面的研究缺失，并为出口增长的影响因素提供了

新视角。以往研究主要采用行业或国家层面数据，企业层面标准制定行为的研究较少。尽

管信息不对称方面的微观理论研究关注了企业在产品规制兼容性上的选择，但该类研究多

为理论分析、缺乏微观经验数据支持，同时也并未涉及国内标准制定对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第二，以往文献中关于产品标准的实证研究，主要关注技术性贸易壁垒等非关税贸易措施、

或者国家间产品标准协调的影响，缺乏产品生产规制和技术规范类国内标准对国际贸易影

响的研究，特别是缺乏来自中国的实证研究。第三，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首次验证

了企业参与标准制定影响其出口竞争力的作用机制。本文将信号传递模型引入国际贸易异

质性企业框架，构建了企业参与标准制定影响其出口增长的理论模型，并使用实证数据验

证了参与标准制定通过质量信号促进国际贸易的作用机制，以及参与标准制定在不同产品

和不同目的地的差异化影响。 

二、理论模型 

本文将信号传递模型引入国际贸易异质性企业框架（Melitz，2003）中，并参考

Macedoni（2022）、Macedoni and Weinbergerb（2022）、Gao and Yu（2023）等文献以质量水

平表征企业异质性，进而构建了企业标准参与选择与出口行为的理论模型。该模型假设消

费者偏好更高质量的产品，但消费者和生产者对产品质量存在不对称信息，生产者可通过

参与标准制定向消费者发送关于产品质量的信号，进而影响消费者对市场上产品质量分布

的预期。 

（一）需求侧 

完全信息下，代表性消费者对于不同种类产品的偏好满足常数替代弹性（CES）效用

函数的形式（Khandelwal et al.，2013；Fan et al.，2015）： 

( )( )
1 1

= d d
c c

U z q c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zcω 和 qcω 分别表示来自国家 c 的品种 ω 的产品质量和数量。γ（γ>1）刻画消费者对

质量的偏好程度，文献中通常也将(zcω)γ 看作代表性消费者对于质量水平赋予的需求面参数

（demand shifter）。σ（σ>1）刻画不同品种间的需求替代弹性。 

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消费者能够观测到产品的来源地、但不能观测到产品的质量水

 
① 在产业组织文献中，经验产品（Experience Goods）指购买后消费者在使用过程中进行质量评估的产品，如餐饮服务、电

脑系统等。信任产品（Credence Goods）指消费者使用后也难以确定质量的产品，如医疗等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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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能够根据不同国家产品参与标准制定的情况形成对该国有标准产品与无标准产品的质

量分布预期，进而依据预期的平均质量水平赋予质量的需求面参数（Akerlof，1970）。参

考 Macedoni（2022），信息不对称下，代表性消费者的事前效用函数为： 

( )
( )

( )
11 1

= d d
c c c

U E z s q 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scω 表示来自国家 c 的品种 ω 的标准状态，scω=1 表示参与标准，scω=0 则表示没有参

与标准。消费者所在国家的质量标准状态以 sdω表示。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消费者对

质量的偏好程度取决于所消费产品的国家标准水平（记作 Scω）与本国标准水平（记作 Sdω）

的差异，即 γ=f(Scω/Sdω)。当消费者观测到来自国家 c 的品种 ω 参与的质量标准相对本国标

准越高时，将赋予来自国家 c的品种ω越高的质量偏好溢价，即 γ为 Scω/Sdω的单调增函数。

当产品没有参与任何标准时，令Scω/Sdω=0，f(0)≥0。此时，消费者基于各国产品的标准状态

形成的平均质量预期为： 

( )
( )

( )
( )

( )
1 1

dcs c c c c c c
E E z s z g z s z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g(zcω|scω)表示给定标准状态后的质量密度分布函数。消费者对来自国家 c 的品种 ω 依据标

准状态赋予两种质量需求参数，即有标准的质量需求参数 ( )
( )1

1 1c c c
E E z s

 


 

− 
 =  

 
与没有

标准的质量需求参数 ( )
( )1

0 0c c c
E E z s

 


 

− 
 =  

 
。 

假设代表性消费者用于消费的支出为 A，则其消费的预算约束为： d d
c c

p q c A    。

由效用最大化可得代表性消费者对不同品种的需求函数： ( ) ( )1
csc c

q AP p E


 

−−= 。其中，

加总价格指数 ( ) ( )
1

11
d dcsc

P p E c
 

 
−− =

   。 

（二）供给侧 

各国企业供给关系基本类似，为简化表达略去国家和品种下标。假设企业首先支付进

入成本 fE，然后从密度函数为 g(z)、累计分布函数为 G(z)的随机分布上抽取质量水平 z，

z z z( , )；在得知质量水平 z 后，企业决定是否投入生产，且每个企业只生产一个品种 ω，

如果生产则产生固定成本 fD 与可变成本。每生产一单位产品需要 ϕ 单位劳动，假定劳动力

工资为 w，则内销企业生产的边际成本为 wϕ。如果企业出口其还面临出口的固定成本 fX 和

冰山成本 τ，则出口企业生产的边际成本为 τwϕ。考虑到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生产者可通

过参与标准制定向消费者部分释放产品质量的信号。参与标准制定需要支付一定成本，体

现为制定标准所需的前期调研、投资、试验等成本，且更高质量的厂商所需的成本更小，

假设质量水平为 z的企业参与标准制定实际支付的成本为F/z。①与需求侧类似，用虚拟变量

s 表示企业是否参与标准制定，参与标准制定则 s=1，反之 s=0。为区分国内和国外相应变

 
① “高质量企业参与制定标准的成本更低”这一假设来自信号传递文献的经典假设（Spence，1973；Stiglitz，2002），即分离

条件或斯宾塞—莫里斯条件，该条件是质量信号传递、分离均衡存在的一个关键假设。在实践中，制定标准涉及标准起草与技

术审查、公共沟通等复杂流程，需要研究测试、人力资源、沟通交流等大量投入，高质量企业的相对成本优势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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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用*标记国外变量。 

质量水平为 z 的企业内销或出口获得的收入减去国内生产或出口的固定成本为： 

( )D D
p w q f = − − ， ( )X X

p w q f  = − − .                 （2） 

此外，企业如果参与标准制定还需支付成本
F

s
z
 ，同时出口和内销的企业仅需支付一次

参与标准制定的成本。由于参与标准制定的成本不影响企业的最优定价决策，因此下文在

加总国内外市场的利润时再合并扣除释放质量信号的成本。参考 Melitz（2003），企业在国

内市场与海外市场独立定价，将需求函数代入相应利润函数表达式，由利润最大化可得企

业在国内和国外市场的最优定价策略：
1

D
p w





=

−
，

1
X

p w


 


=
−

。 

将企业的最优定价策略和需求函数代入式（2），可得企业在国内和国外市场获得的、

未合并扣除参与标准制定成本之前的利润： 

( ) ( )1 11

1 1
sD D

w AP E 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1

1 1
sX X

w A P E f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 sE 表示本国代表性消费者对本国标准状态为 s的企业赋予的质量需求参数，
*

sE 表示

外 国 相 应 变 量 。 为 简 化 表 达 ， 令 ( )
1 11

1 1
D w AP


 


 

−
− − 

=  
− − 

，

( ) ( )
111

1 1

* * *D w A P




 
 

−
−− 

=  
− − 

，则质量水平为 z 的企业如参与生产并服务国内外两

个市场、其在国内和国外市场获取的总利润①可表示为： 

( ) ( )s sD X D X

F
D E f D E f s

z




+

= − + − −
*

* .                （3） 

企业参与标准制定需满足激励相容条件：当企业参与标准制定获取的利润大于不参与

标准制定获取的利润时，其才有动机参与标准制定。也即 πD+X|s=1>πD+X|s=0。进一步代入

（3）式，可得企业参与标准制定的激励相容条件为： 

( ) ( ) ( ) ( )1 01 0

* *
* *F

D E D E D E D E
z

 
 
+ −  + ， 

由此，企业参与标准制定的产品质量门槛
( ) ( ) ( ) ( )1 0 1 0

F
z

D E E D E E
  

=
  − + −

      

* * *

ˆ 。假设

z 在 z z( , )上分布且 F 满足适宜取值②使得 z z z ˆ 时，对于同时服务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的

企业，当 z z z ˆ( , ]时企业不参与制定标准，而当 z z z ˆ( , )时企业参与制定标准。由此，可

得到以下命题： 

命题 1：参与标准制定具有传递质量信号的作用，更高质量的企业将参与标准制定。 

均衡状态下，消费者通过企业实际参与标准制定的选择形成对质量的预期，进而得到

 
① 企业在国内和国外市场所能获得的利润是其质量水平 z 和标准状态 s 的分段函数，且当企业不在特定市场销售时、在相

应市场获得的利润为 0。 

② 取值范围推导详见附录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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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预期均衡，未参与和参与标准制定的企业面临的消费者质量预期分别为

( )
( )

( )
1

0 0 d

ẑ

c c

z

E z g z s z
 




−

= = 和 ( )
( )

( )
1

1 1 d
ˆ

z

c c

z

E z g z s z
 




−

= = ，且 1 0c cE E ，表明参加标准

制定的产品质量平均而言高于没有参加标准制定的产品质量，因此参加标准制定帮助企业

传递质量信号。 

零利润条件和自由进入条件决定均衡下不同市场、不同标准状态的临界质量水平。其

中，零利润条件表示质量水平处于临界处的企业获得零利润。自由进入条件则意味企业在

进入时预期能获得的利润为零，即： d 0( , ) ( )
z

D X
z

z s g z z
+

= 。① 

（三）参与标准制定与出口表现 

本节探讨参与标准制定对企业出口增速的影响。由式（3），企业不参与和参与标准制

定时的出口额分别为 ( )0

*
*D E



 和 ( )1

*
*D E



 ，由此参与标准制定后的出口增速 gr 为： 

( ) ( )
( )

1 0
1

0
0

1 0
D E D E

E
gr

ED 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均衡状态下不参与标准制定的企业出口增速在此模型中简化为零，因此参与标准制定将有

助于企业出口增速提升。即使考虑企业出口存在自然增速，本文模型的预期结论依然成立。

由此，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 2：参与标准制定有助于企业提升出口增速，即参与标准制定企业出口增速大于

未参与企业的出口增速。 

根据模型，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消费者对质量的偏好程度取决于所消费的产品标准与

本国产品标准的差异，这意味参与标准制定对企业出口增速影响存在目的国异质性。目前，

我国的标准化事业相对落后于发达经济体，而相对领先于多数发展中经济体。同时，国内

标准在美欧等发达经济体接受程度有限，而在标准水平低于我国或对我国体制及文化认同

度高的国家拥有一定影响力。假设国家 c1 的标准水平低于我国，国家 c2 的标准水平高于

我国，则中国企业参与标准制定后出口到国家 c1 和 c2 的出口增速分别为： 

1

1

1 1

0

1

c

c c

E
gr

E


 
 = −
 
 

，

2

1

2 2

0

1

c

c c

E
gr

E


 
 = −
 
 

. 

由于 σ>1，grc1 和 grc2 的相对大小取决于
1 1

1 0

c c

E E 与
2 2

1 0

c c

E E 的相对大小。根据公式

（1），不同国家代表性消费者对中国产品的期望质量需求参数取决于给定标准状态下的质

量密度分布函数 g(zcω|scω)与目的地消费者对中国产品的质量偏好 γ=f(Scω/Sdω)。在出口成本

和参与标准制定的成本相同时，不同目的国市场中的中国产品的质量密度分布函数均相同。

当企业不参与标准制定时，Scω/Sdω 取值为 0，此时不同目的国市场对中国无标准产品的质

量偏好相同，即
1 2

0 0

c c

E E= 。因此，grc1 和 grc2 的相对大小正比于
1

1

c

E 与
2

1

c

E 的相对大小。由于

中国的标准高于国家 c1、低于国家 c2，因此国家 c1 的代表性消费者赋予中国产品的质量

需求参数高于国家 c2 的代表性消费者赋予中国产品的质量需求参数，即：

 

① 此处用 πD+X(z,s)概括性地表示质量水平为 z、标准状态为 s 的企业在国内和国外市场的总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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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1=f(Scω/Sc1ω)>γ2=f(Scω/Sc2ω)。 

将公式（1）对 γ 求偏导，可得： 

( )
( )

( )
( )

( )

1

11
d 0ln

c c

c c c c c

E z s

z z g z s z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即 γ 越大消费者赋予的质量需求参数也越大，因此
1 2

1 1

c c

E E 、grc1>grc2。故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 3：参与标准制定对本国企业向低标准目的国市场出口增速的促进作用大于其对

本国企业向高标准目的国市场出口增速的促进作用。 

不同产品生产过程的复杂程度不同，规范生产对标准的依赖程度也存在差异。通常，

差异化程度越大、技术密集度越高的产品，生产过程越复杂，越需要制定标准以实现生产

的规范化，保障产品质量。同时，相较于同质性产品而言，异质性产品的质量差异更大、

观测难度更高、生产过程也更加复杂（Rauch，1999），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也更为严重。因此，对于异质性产品生产者而言，是否参与标准制定对其出口行为具有显

著影响。相反，对于同质性产品，消费者与生产者间不存在信息不对称或者信息不对称程

度较小，参与标准制定对企业释放质量信号的作用有限。由此，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 4：标准制定对参与者出口增长的促进作用具有产品异质性，对差异化产品出口

增长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对非差异化产品的出口增长影响不显著。 

 

三、实证策略与数据处理 

（一）实证策略 

考虑到选择性偏差以及多次参与标准制定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借鉴 Eppinger

（2019）等文献方法，采用匹配法和倍差法相结合的估计方法（即 PSM-DID），估计首次

参与标准制定对企业出口规模增长的影响。该方法试图估计首次参加标准制定的企业（处

理组）t 期相对其 t-1 期未参加标准制定时的出口规模变化，与假设处理组企业未参加标准

制定时 t 期相对其 t-1 期出口规模变化的差异，也即参与者平均处理效应（简称 ATT）： 

( ) ( )     1 1 0 0 1 0

1 1
1 1 1ln ln ln ln | ln | ln |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E y y y y O E y O E y O

− −
− − − = =  = −  = ， 

其中，lnyit 表示企业 i 在 t 期的出口额对数，Δlnyit 表示出口额的对数差分，近似于企业 i 在

t 期的出口增速①。Oit表示初次参与标准制定虚拟变量，当企业 i 在 t 年发布的标准中担任起

草单位且该条标准为企业首次参与标准制定时取 1，当企业 i 在 t 期及之前均未参与标准制

定时取 0，而非初次参与标准制定则记为缺失值。 1 1ln |
it it

y O = 表示 t 期参与标准制定的企

业 i 相对其 t-1 期出口规模对数变化，即处理组真实情形； 0 1ln |
it it

y O = 表示处理组企业如

果没有参与标准制定时 t 期相对 t-1 期出口规模对数变化，即反事实情形。 

为得到参与者处理效应的无偏估计，本文参考文献一般做法，通过倾向得分匹配

（PSM）法筛选满足平行趋势条件的处理组和对照组。PSM 方法通过估计企业是否参与标

准制定的选择方程，为处理组企业选择临近的对照组。具体而言，参考国家相关规定，企

业参与标准制定需在市场势力、技术水平及标准制定上具备一定实力。②因此，本文选取出

口交货值、资本劳动比、劳动生产率、杠杆率等滞后一期变量 1

it-1
X 以及所有制类型等当期

 
① 为简化表述，无特别说明，下文出口增速的对应测度均为出口额的对数差分。 
② 详见附录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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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变量 2

it
X 作为企业能否参与标准制定的决策变量。此外，本文参考 De Loecker（2007）

控制年份和行业虚拟变量，以控制加总层面需求和供给冲击对标准参与决定的影响。企业

参与标准制定的决策方程通过 Logit 模型刻画： 

( ) ( ) 1 1 2

it-1 it
Pr X ,X , ,

it k t
O h  = =  . 

由此得到企业是否参与标准制定的拟合概率（也即匹配得分），并为参与标准制定的处

理组企业筛选与之得分接近的未参与标准制定企业作为对照组。用 C(i)表示企业 i 对照组企

业 j 的集合，N 表示样本期间处理组企业的个数。wij表示企业 i 对照组企业的加权权重。本

文通过逐期匹配结果构成新的面板数据，计算处理组结果变量与其所有对照组出口金额对

数差分加权平均值的差值，估计样本参与者平均处理效应 βatt，即： 

( )

1 01
ln ln

att it ij jt

t i j C i

y w y
N




 
=  −   

 
  . 

 

（二）数据处理 

本文利用锐思（RESSET）标准数据库搜集了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①的国内标准

信息。锐思标准数据库覆盖了 1958 年以来全国发布并实施的各类标准信息，每条标准披露

标准编号、标准名称、标准范围、发布日期、实施日期、标准分类号、主管部门、起草单

位等详细信息。考虑到标准发布后的信号作用，本文以发布日期识别企业初次参与标准制

定的时间。同时，本文根据起草单位信息，识别参与标准制定的主体名称，并剔除国家机

关及其下属事业单位以及名称中包含“研究所”、“中心”、“研究院”、“大学”、“协会”、“管

理局”、“检疫站”、“委员会”等字样的非企业起草主体。由此得到 1958-2013年，11104 家企

业参与的 16331 条标准制定信息。此外，本文还依据起草单位名称将锐思标准数据库与

1998-2013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以及海关企业交易层面贸易数据进行匹配，由此获得企

业层面特征变量。匹配细节详见附录 III。 

根据《国家标准制定程序的阶段划分及代码》，国家标准制定需经过立项、起草、征求

意见、审查、批准、出版等多个阶段，完成所有程序通常需要一定时间，故标准制定者遴

选应在标准发布年份之前。同时，参与标准制定的企业还需要在技术水平、标准化人才、

标准化工作基础和经验等方面具备起草实力。因此，本文在讨论标准制定参与者选择决策

时，主要考虑滞后一期的出口交货值、资本劳动比、劳动生产率、杠杆率以及当期的所有

制类型等协变量。其中，出口额对数差分值由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中的出口交货值得到。

资本劳动比等于固定资产合计与从业人数之比。由于 2008 年后工业增加值数据缺失，劳动

生产率采用工业总产值与从业人数之比。杠杆率等于资产合计与负债合计之比。企业所有

制类型根据登记注册类型变量进行识别，包括国有、集体、法人、私营、外资、港澳台及

其他六类，实证回归时以国有、集体及其他企业为对照。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详见表 1。 

表 1  1998-2013 年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出口交货值) 987,601 9.51 1.82 4.17 13.74 

ln(资本劳动比) 4,110,899 3.78 1.42 0.00 7.47 

ln(劳动生产率) 4,133,085 5.52 1.20 2.29 8.62 

杠杆率 4,181,497 3.65 7.27 0.18 56.14 

国有企业虚拟变量 4,234,417 0.09 0.28 0.00 1.00 

 
① 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s://std.samr.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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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企业虚拟变量 4,234,417 0.08 0.26 0.00 1.00 

法人企业虚拟变量 4,234,417 0.05 0.22 0.00 1.00 

私营企业虚拟变量 4,234,417 0.44 0.50 0.00 1.00 

外资企业虚拟变量 4,234,417 0.10 0.29 0.00 1.00 

港澳台企业虚拟变量 4,234,417 0.09 0.29 0.00 1.00 

注：为剔除异常值，对连续变量进行上下 1%缩尾。 

 

为确保估计效果，文章还检验了匹配后样本是否满足平衡性和共同支撑假设。由表 2，

匹配前处理组与对照组存在显著差异，经过倾向得分差距在 0.001 以内的半径匹配后，处

理组与对照组在前述企业层面特征变量上的均值差异大幅下降，且在统计上均不显著。此

外，匹配后绝对偏差中位数较匹配前取值下降 97.9%，匹配后伪 R2 仅为 0.001 意味匹配后

协变量对企业是否参与标准制定预测力非常小。上述统计量均表明，经过匹配处理组和对

照组在事前趋势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可认为此时处理组和对照组是否参与标准制定与企业

的事前特征无关。此外，由于微观数据中企业众多，匹配后样本也满足共同支撑假设。 

表 2  倾向得分匹配的平衡性检验 

变量 匹配前均值 匹配前 

差值 

匹配后均值 匹配后 

差值 处理组 对照组 处理组 对照组 

ln(出口交货值)1 期滞后项 10.459 9.839 0.620*** 10.459 10.449 0.010 

ln(资本劳动比)1 期滞后项 4.591 3.759 0.832*** 4.591 4.578 0.013 

ln(劳动生产率)1 期滞后项 6.225 5.572 0.654*** 6.225 6.222 0.003 

杠杆率 1 期滞后项 2.262 3.035 -0.774*** 2.262 2.275 -0.014 

法人企业虚拟变量 0.185 0.042 0.143*** 0.185 0.172 0.013 

私营企业虚拟变量 0.230 0.289 -0.059*** 0.230 0.236 -0.005 

外资企业虚拟变量 0.173 0.282 -0.109*** 0.173 0.174 -0.001 

港澳台企业虚拟变量 0.122 0.231 -0.109*** 0.122 0.122 0.001 

平行趋势检验统计量： 匹配后 MABR 为 0.980，匹配后伪 R2为 0.001。 

注：MABR 表示匹配后绝对偏差中位数下降比例，匹配后伪 R2为反映匹配后 Logit 模型拟合水平的指

标。*、**、***分别表示 10%、5%和 1%水平上显著。 

四、实证结果与机制分析 

（一）基准结果 

表 3汇报了参与标准制定对企业出口增长影响的基准分析结果，验证理论模型中命题 2

的推断。列（1）汇报了控制协变量、时间和行业①层面固定效应后的最小二乘估计量

（OLS）。初次参与标准制定虚拟变量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参与标准制定

对企业出口增长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列（2）进一步控制企业层面固定效应（FE），结果依

旧稳健，初次参与标准制定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略有增加。列（1）和列（2）回归方程式

中均控制了因变量的滞后项，故列（3）在列（2）基础上进一步考虑动态面板下的广义矩

估计量（GMM），结果依旧稳健。为控制企业自选择效应的干扰，列（4）和（5）分别汇

 
① 无特别说明，文中行业指 2 分位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简称 CIC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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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了分两步 PSM-DID 方法①和基于 Eppinger（2019）PSM-DID②的估计结果，结果均表明参

与标准制定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出口增长速度，且列（5）中估计系数略小于列（4）中估计

系数。可能原因是：Eppinger（2019）通过对数差分消除了企业层面固定效应的干扰，同

时基于匹配结果直接计算单个参与者平均处理效应后再加总、平均，能更好地反映个体变

化差异。因此，本文以 Eppinger（2019）PSM-DID 估计量为基准结果，初次参与标准制定

后企业的出口额增长较未参与标准制定企业平均高出 8.6%。 

表 3  基准结果 

因变量 ln(出口额) Δln(出口额) 

 
行业-时间 

FE 

企业-行业 

-时间 FE 

差分 

GMM 

分两步 

PSM-DID 

Eppinger (2019) 

PSM-DID 

 (1) (2) (3) (4) (5) 

初次参与标准制定虚拟变量 0.103*** 0.120*** 0.045* 0.092*** 0.086*** 

 (0.022) (0.024) (0.026) (0.024) (0.023) 

企业层面特征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否 是 — 是 —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650,393 650,393 358,245 492,170 429,067 

Total R2 0.720 0.849 — 0.862 — 

注：FE、GMM、PSM-DID 分别表示固定效应、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倾向得分匹配+倍差法估计。

列（4）和（5）中对照组选择基于半径匹配且倾向得分差距在 0.001以内。除列（5）括号中为 bootstrap标

准误外，其他括号中均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 10%、5%和 1%水平上显著。 

 

（二）标准制定对参与者出口增长影响的持续性 

表 4 进一步讨论标准制定对参与者出口增长影响的持续性。参考 De Loecker（2007），

本文考虑相对 t-1 期的出口规模增长和 t 期参加标准制定以来累计出口规模增长两种情况。

由表 4，在参加标准制定后的 1-3 年，处理组企业的出口规模增长均显著高于对照组企业，

且连续在位时间越长企业从参与标准制定中获取的累计出口增长收益越大。具体而言，初

次参与标准制定的企业将在随后的2（3）年较未参与标准制定的企业出口增速累计高出9.0%

（10.5%），高于参加标准制定后第 1年（即当期）的相对出口增长收益（8.6%）。这表明标

准制定对参与者出口增长具有 1-3 年的持续且显著的正面影响，且当期影响较为突出。在

参加标准制定后 4-5 年，参加标准制定效应逐步减小，长期连续在位企业数量明显下降，

处理效应显著性下降或并不显著。 

表 4  标准制定对参与者出口增长影响的持续性 

时期 1 2 3 4 5 

(a)结果变量：出口增速：与参加标准前相比   

βatt 0.086*** 0.092*** 0.072** 0.073* 0.106** 

 (0.023) (0.030) (0.034) (0.041) (0.047) 

处理组数目 2,045 1,479 1,220 890 773 

对照组数目 427,022 302,816 235,933 183,587 146,333 

 
①  参考岳云嵩和李兵（2018）等文献，利用逐期匹配结果中处理组和对照组的事前和事后时期样本点构成新的面板数据，

然后对出口额对数水平值进行经典的倍差法估计。 

② 参考 Eppinger（2019）针对时间—个体维度处置效应分析方法，利用逐期匹配获得理想的对照组，并对出口额对数差分

值进行 PSM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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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后 MABR 0.980 0.976 0.975 0.972 0.957 

匹配后伪 R2 0.001 0.001 0.0005 0.001 0.001 

(b)结果变量：累计出口增速    

βatt 0.086*** 0.090*** 0.105** 0.054 0.079 

 (0.022) (0.030) (0.043) (0.049) (0.054) 

处理组数目 2,045 1,424 1,039 724 589 

对照组数目 427,022 286,860 193,939 129,248 94,665 

匹配后 MABR 0.980 0.974 0.963 0.948 0.959 

匹配后伪 R2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注：在计算不同时期的出口增速和累计出口增速时，涉及 1-4 个时期的提前变量和 1 期滞后变量，这

使得回归样本随因变量计算时期的变化而变化。其中，累计出口增速要求计算时期内企业持续在位。其他

设定同表 3 列（5）。括号中为 bootstrap 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上显著。 

 

为验证基准结果的稳健性，附录Ⅳ中还讨论了：1）PSM-DID 设定下其他匹配标准、

匹配方法、变更样本起止时间及控制不同协变量的分析结果；2）采用 Imai et al.（2023）

提出的面板数据倍差法的稳健性检验结果；3）控制行业及地区层面标准环境对参与和未参

与标准制定企业的总体影响。总体而言，考虑不同方程设定、不同估计方法时，本文的基

准结果依旧稳健。 

（三）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本节利用工具变量方法处理如企业标准化能力等不可观测因素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参

考 Lim et al.（2022）等研究，本文采用同省份同行业不同城市参与标准制定的企业数目占

同省份同行业不同城市企业总数的比重作为该企业是否参与标准制定的工具变量（IV）。

具体而言，企业是否参与标准制定取决于其标准化人才储备与标准化制定能力，同省份同

行业不同地级市参与标准制定的企业比重能够反映企业所在地区与行业的标准化资源的富

集程度，占比越高则标准化资源越富集，企业参与标准制定的可能性越大。同时，在构建

工具变量时，剔除了企业所在的地级市，因而 IV 与企业自身能力等内生因素无关，满足外

生性假设。表 5 汇报了基于企业—行业—时间层面 FE 设定下运用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此

时工具变量估计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即与未参加标准制定企业相比，参与标准制定

企业的出口增长显著更快。此外，Kleibergen-Paap rank LM 和 Kleibergen-Paap rank Wald F

统计值表明不存在识别不足和弱工具变量的问题。 

表 5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因变量：ln(出口额) 企业—行业—时间 FE+IV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1) (2) 

IV：同省份同行业不同地级市参

与标准制定的企业占比 

0.102***  

(0.014)  

初次参与标准制定虚拟变量 
 2.855*** 

 (1.042) 

固定效应 企业、行业、时间 

Kleibergen-Paaprank LM 统计值 — 78.784*** 

Kleibergen-PaaprankWald F 统计值 — 56.066 

观测值 572,721 572,721 

注：工具变量回归还控制了基准回归中的其他控制变量，但受篇幅影响暂未列示，详见附录Ⅶ。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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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中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 10%、5%和 1%水平上显著。 

 

（四）机制分析 

1. 标准制定的质量信号传递作用 

根据理论模型中的命题 1，验证参与标准制定与企业事前质量水平的正相关性是检验

参与标准制定作为质量信号传递机制的关键，相关实证分析结果汇报于表 6。为降低内生

性，质量指数采用滞后 1 期变量，使用线性概率模型（简称 LPM）以及三种质量指数度量

方法，验证相关实证结果的稳健性。第一种质量测算方法参考 Khandelwal et al.（2013），

需求侧出口质量蕴含在 CES 效用函数下需求函数的残差中，并参考 Lim et al.（2022）按照

出口份额加总得到企业—年份层面，记作 KSW 质量指数。第二种质量测算方法参考 Lim et 

al.（2022）从嵌套 Logit 需求框架中测算质量，记作 LTY 质量指数。第三种质量测算方法

考虑质量估计的内生性，参考 Wang（2011）使用在同一城市出口同类产品到在地理距离和

发展程度上距离较远的市场中其他企业的平均出口价格来构造工具变量，记作 IV 质量指数。

三类质量指数的测度公式详见附录 V。由表 6，三种质量指数 1 期滞后项的回归系数在 10%

水平及以上显著为正，即事前质量水平更高的企业参与标准制定的概率更大。 

表 6  参与标准制定与企业事前质量水平的关系 

因变量：初次参与标准制定虚拟变量 LPM 

质量估计方法 KSW LTY IV 

 (1) (2) (3) 

质量指数 1 期滞后项 
0.001* 0.002** 0.002** 

(0.0003) (0.001) (0.001) 

ln(出口交货值)1 期滞后项 
0.0004 0.0005* 0.0005* 

(0.0003) (0.0003) (0.0003) 

ln(资本劳动比)1 期滞后项 
0.001*** 0.001*** 0.001*** 

(0.0003) (0.0003) (0.0003) 

ln(劳动生产率) 
0.001** 0.001** 0.001** 

(0.0003) (0.0003) (0.0003) 

杠杆率 1 期滞后项 
-0.00004* -0.00004* -0.00004* 

(0.00002) (0.00002) (0.00002) 

固定效应 企业、行业、时间 

观测值 188,395 189,378 188,226 

Within R2 0.010 0.010 0.010 

注：不同行业产品质量差异较大，故行业效应控制到 CIC-4 分位。受篇幅影响所有制虚拟变量回归系

数未列示，详见附录Ⅶ。括号中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10%、5%和1%水平上显著。 

 

2. 贸易伙伴对我国标准的认可度 

统一标准有助于规范行业生产，提升质量建设水平，进而带动出口增长。但各国标准

存在差异，国内标准对出口的促进作用还取决于目的国对我国标准的认可程度。我国国内

标准在规定更严格或推行标准更早的发达经济体接受程度有限，而在标准水平低于我国、

或对我国体制及文化认同度较高的发展中经济体拥有一定影响力。例如，卫浴产品出口美

国需满足 NSF/ANSI 61 标准（1988 年推行、随后修订）。自 2014 年起，我国对卫浴产品实

行 GB 18145-2014 标准，才借鉴美国 NSF/ANSI 61 标准（2012 年版）等国际标准进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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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而雅万高铁、中老铁路等超过三分之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建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执

行我国标准。② 

表 7 利用中国海关数据，讨论了标准制定对参与者出口影响的贸易伙伴异质性，验证

命题 3 的预测。列（1）-（2）首先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在 2000-2013 年海关贸易数据中的

稳健性。列（1）设定与基准回归一致，使用海关数据中的出口额。列（2）进一步控制企

业层面加工出口份额的影响。列（3）-（6）讨论了标准制定对不同组别经济体出口影响的

异质性。其中，列（3）-（4）根据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划分，列（5）-（6）则根据贸易伙

伴与中国在制度、语言及地理上接近程度进行划分。总体上，参与制定标准对中国面向不

同组别经济体的出口均有显著正面作用，但对发展中经济体及相似背景贸易伙伴出口增长

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发达经济体和不同背景的贸易伙伴。 

表 7  标准制定对参与者出口增长影响的贸易伙伴异质性 

因变量： 

Δln(出口额) 

海关贸

易数据 

海关贸易

数据 

发达经济

体 

发展中经

济体 

相似背景

贸易伙伴 

不同背景

贸易伙伴 

 (1) (2) (3) (4) (5) (6) 

βatt 0.076** 0.086*** 0.093** 0.181*** 0.227*** 0.086** 

 (0.034) (0.033) (0.040) (0.053) (0.062) (0.040) 

处理组数目 1,258 1,263 1,116 1,010 966 1,168 

对照组数目 222,576 222,576 191,414 153,923 137,132 200,867 

匹配后 MABR 0.958 0.969 0.955 0.963 0.973 0.974 

匹配后伪 R2 0.001 0.001 0.001 0.001 0.0005 0.0004 

注：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识别参考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相关分类。依据 CEPII Gravity

数据库中是否毗邻、官方或第一语言是否相同、至少 9%以上人口使用的语言是否相同、1945 年后是否具

有相同的殖民者、1945年后是否具有殖民与被殖民关系等指标，识别相似背景及不同背景贸易伙伴，上述

条件只要满足一个即为相似背景，一个也不满足为不同背景。括号中均为 bootstrap 标准误。*、**、***分

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上显著。 

 

3. 差异化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 

不同产品生产过程的复杂程度不同，规范生产对标准的依赖程度也存在差异。通常，

差异化程度越高、技术密集度越高的产品，生产过程越复杂，越需要制定标准以实现生产

的规范化及保障产品质量水平。表 8 验证了命题 4 的预测。其中，列（1）和（2）根据

Rauch（1999）识别差异化产品和非差异化产品并分组回归，结果表明，标准制定对参与

者差异化产品出口增长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对非差异化产品的出口增长影响不显著。

列（3）-（5）参考 Lall（2000）识别不同产品的技术水平差异，进而讨论标准制定对不同

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长影响的异质性。结果表明，参与国内标准制定对本国企业机械工

程等中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对纺织服装等低技术产品和资源型产品影

响不显著。 

表 8  标准制定对参与者出口增长影响的产品特征异质性 

因变量： 

Δln(出口额) 

差异化产

品 

非差异化

产品 

机械工程等中

高技术制造品 

纺织服装等低

技术制造品 

资源型制

造品 

 (1) (2) (3) (4) (5) 

βatt 0.087** 0.035 0.131** 0.043 -0.013 

 
① 厦门市质监局，“《陶瓷片密封水嘴》新旧国标区别解读”，2014 年 9 月 29 日，http://www.xmzjy.org/zhjzhl/37018.htm，

2023 年 6 月访问。 

②  “中国标准走出去  打造 ‘一带一路 ’标志工程”，央视网，2022 年 7 月 10 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2-

07/10/content_5700333.htm，2023 年 6 月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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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2) (0.081) (0.066) (0.077) (0.099) 

处理组数目 1,103 446 533 513 372 

对照组数目 198,807 52,252 68,999 117,470 38,241 

匹配后 MABR 0.960 0.902 0.941 0.920 0.865 

匹配后伪 R2 0.001 0.002 0.001 0.002 0.003 

注：括号中均为 bootstrap 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上显著。 

五、政策含义 

本文的研究发现为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

设提供重要借鉴。本文的研究表明，可将加快国内标准化事业发展作为我国提高开放水平、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抓手。未来，我国的标准化事业应进一步缩小与美欧等发达

经济体的差距，着力打造国际标准的“中国模板”，从而更好发挥国内标准对我国企业的出

口引领作用。同时，应充分发挥我国标准的相对优势，面向东南亚、非洲等发展中经济体，

依托“一带一路”建设，积极推进中国标准“走出去”，发挥标准的质量信号作用，塑造高标

准制造与贸易强国的国际形象。此外，在 5G、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也应加强技术研发与

标准化建设布局，以标准引领产品、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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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ndards are a crucial component of nations' foundational institutions.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heterogeneous firm framework integrating participation in standards setting and firms' 

export growth, and tests theoretical predictions utilizing Chinese standard data, Annual Survey of 

Industrial Firms, and trade data during 1998-2013. We find participating in standard setting has a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impact on firms' export growth for 1-3 years, and the contemporaneous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On average, participants' export growth is 8.6% higher than that of non-

participants. Participation in standard setting helps firms signal quality, and this impact exhibits 

heterogeneity across different trade partners and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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